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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以顧客為導向的中華航空公司，導入品質管理計劃

時，如何影響中華航空空服團隊之組織公民行為及其工作績效。同時，本

研究也分析知識分享在組織公民行為與工作績效之間的調節效果，將有助

於了解其對於空服員品質觀念的落實及工作績效提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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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中華航空公司空服組員為研究對象，共計 592 個有效樣本；

結果發現，組織公民行為對顧客導向與工作績效具有中介的效果，而品質

管理導入對提升組織公民行為較不明顯，但品質管理導入可直接影響工作

績效。此外，知識分享意願在品質管理導入過程中，有助於組織公民行為

及工作績效的提升。本研究提出企業對品質管理導入過程中應該注意的建

議事項，減少企業在導入品質計畫過程所耗費的成本。 

關鍵詞： 顧客導向；品質管理；組織公民行為；工作績效；知識分享 

ABSTRACT 

Enforcing for the raising of customer service quality and seriously 
competitive situation, many organization implement the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 practices to enchant operation process improving and 
service qual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how TQM, customer 
orientation and knowledge sharing affect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job performance in China-Airlines.  

In this study, 592 effective respondents a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China-Airlines flight attendants.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has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customer orienta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TQM has not significant direc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but has significant direc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job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important result is the strong 
evidence that customer orientation enhanc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which in turn helps to improve job performance, and knowledge sharing 
moderates effect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job 
performance. 

Key Words: Customer orientation; Qualit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Job performance; Knowledge sharing 

一、緒 論 

組織實施品質管理活動是企業增進其績效的常見手段之一[1]；對航空業而言，臺灣在

1987 年實施開放天空政策以後，面對航運產業市場競爭壓力日增，同時顧客導向 (customer 

orientation) 觀念益發受到重視；航空服務產業不得不對服務品質投入更多重視；此外，面

對國際市場上航空公司間策略聯盟的趨勢，與對於飛安品質日益嚴格的要求下[2,3]，航空

業者對於品質系統導入的需求也日益攀升。中華航空公司 (China Airlines；以下簡稱華航) 

為確保航務與維修品質，並期許能提升國際策略聯盟競爭力，而由航務處開始導入 ISO 品

質管理系統。希望透過導入 ISO 與全面品質管理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 的系

統，對於內部作業流程、品質政策、績效目標與執行計劃得以標準化與合理化。同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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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競爭激烈下的國際航運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並增加在航空業間的競爭優勢，華航將

品質管理系統全面推展至各企業組織單位內以及第一線的空服作業。全面品質管理的導

入，對第一線的空服團隊而言，可依循既定規劃準則有系統地實施作業程序、並能增強與

顧客之間的關係、進而建立持續改善的品質管理系統。由於對於品質認證的堅持，華航於

2000 年 3 月取得 ISO 9001 國際品質認證 (http://www.china-airlines.com/ch/about/about-1-1. 

htm)。 

空服團隊直接扮演服務接觸與傳遞的第一線服務人員，因此空服人員的工作表現直接

絕影響了乘客的服務感受；而在空服團隊中，每位空服員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由於

空服員為第一線與顧客持續接觸之員工，因此在工作中，除遵循各種機上服務標準作業流

程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s) 外，空服團隊透過結合後場單位之運作整合，將

企業期待傳遞的服務正確完善地傳送給顧客，其結果會影響顧客對該趟航空旅程服務的滿

意度。換言之，空服團隊的工作績效 (job performance) 展現在顧客滿意度上，將會直接

受到團隊成員自動自發為組織與其他成員利益所努力的行為所影響。此外，當成員相信能

從組織獲得應有的報酬與激勵，建立了信任與承諾之後，就會自動產生回饋組織的社會交

換行為，進一步影響工作團隊的績效表現。 

由於空服團隊是一個特別的團隊編制，就每一個航班編組上，成員可能會有原來不同

編制的人，這樣的一個臨時團隊，不論是座艙長、助理座艙長或是組員，依過去服務的經

驗，不一定熟悉彼此；對此團隊領導而言，相關成員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融合彼此、落實

品質與服務的要求，並且在服務品質上有效地達成公司的目標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過去

的研究中指出，企業履行教育訓練義務時，會提高組織公民行為[4]，而知識分享 (knowledge 

sharing) 是企業提供相關的工具、或環境，讓團隊成員在訓練過程中可以透過彼此的知識

或經驗分享，達成訓練的目的[5]，它對於組織變革[6]與彈性團隊的訓練[7]上提供一個有效

訓練方式的思考。因此，如何透過與落實學習與知識分享，對空服團隊而言是一個相當重

要的議題。 

過去的研究中指出，推動品質管理活動對於品質能力的提昇具有正面促進作用[8]；在

實證研究方面，也一致指出組織追求品質的重要性，認為管理者如果能夠了解品質的重要

性，則能夠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Sussan 與 Johnson[9]在後續研究更直接指出，品質導向

對企業績效具有正面影響。Simester 與其同僚[10]的研究中，也驗證品質管理計劃的執行，

確實能增強顧客的滿意度。惟大多數仍著重於製造業實體產品之品質，而對於服務品質較

少著墨。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以顧客為導向的航空公司，在導入品質管理計劃時，如何影

響航空服務團隊之組織公民行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及其工作績效。此

外，對於一個龐大且具備彈性特性的工作團隊而言，本研究也將探討企業如何運用有效的

知識分享，影響其空服團隊成員之服務行為與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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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   

社會交換是人們的自願行動，社會交換的動力來自人們期望從別人那裡得到回報，如

果報酬不如預期，則會減少或停止交換關係[1]；個體可能因為發覺這個團體較其他團體可

獲得更多報酬，而被某一團體所吸引，並希望能被團體所接納。然而經濟上的交換可以確

保雙方彼此的交換，因此社會交換可以藉由人際互動關係的建立，來降低經濟交換的必要

性，進而產生未明訂的未來義務關係，因此社會交換比經濟交換更能預測或激勵一般員工

的正面態度與行為[1,11]。同時，員工會衡量社會互動與契約交易滿意度，並影響未來的工

作反應之回報。 

當員工對於自己的貢獻與組織待遇達到平衡點時，會滿意組織的種種政策與制度，基

於互惠原則，員工深切感受到組織的幫助，產生義務感，就願意表現出有利於組織的行為

以作為交換，而增進自身的工作投入，進而影響其對工作的參與意願及工作績效表現
[12,13]。員工對組織的態度與工作行為，完全是依照組織對自身的支援、照顧與關心程度而

定，是存在員工心中的一種交易信念與回報義務[14]。 

在社會交換的觀點下，組織公民行為是一種非組織所正式規定，也不是可經由正式的

獎懲賞罰系統來強化或塑造的行為[15]；過去的研究也指出團隊成員的社會交換關係、型

態與程度，深深影響團隊資訊分享、合作效益與文化塑造[14]；成員雙方的互動過程其實

是交換報酬，當團隊成員覺得這個交換關係有吸引力 (例如可以由對方身上得到有用的資

訊或知識)，才會繼續與對方合作，進而將資訊或知識告知以及分享給他人。Dixon 的研究
[16]也同樣認為人們會分享知識，是因為個體認為分享時可以得到報酬或回饋，如果一方

沒有繼續提供報償，這段交換關係對另一方而言就沒有吸引力，將會停止分享行為。知識

分享的過程是屬於人們之間的社會互動，知識分享行為是非常合適用社會交換理論來解釋

的。 

2.2 全面品質管理 

全面品質管理就是個人、團體和整個組織持續改善品質的過程。而全面品質管理與其

他管理方式不同之處，就是全面品質管理強調持續性的改善，其重點在於改善組織效能與

積極地滿足顧客需求，最終目標則是追求組織整體的卓越與顧客持續滿意[17,18]。全面品質

管理強調改善企業文化及加強各部門全員參與，並經由高階管理者的支持、改善小組及促

成者的有效運作，持續改善品質以達成企業組織既定目標。過去研究中[19]亦指出，全面

品質管理實務的執行與組織績效間有正向關係[20]。 

在服務產業，由於顧客導向意識漸受重視，許多企業也開始導入品質管理系統，以期

提升在同業間的競爭優勢。服務業推動全面服務品質管理的常見面向包括：高階主管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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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改善的承諾、服務品質教育訓練、持續性推動服務品質改善、制定服務品質策略規劃和

服務流程管理及企業整體的顧客導向程度[19]。McCarthy 與 Keefe 兩位學者[21]認為服務業

者制定建全的服務品質策略規劃，將可使企業組織有計劃地投資有形的服務設施，進而強

化企業服務品質水準。 

ISO 9000 是邁向全面品質的第一步，同時也是全面品質管理的主要成功因素[18,22,23]。

管理者採用 ISO 9000 系統，利用品質管理作為達成競爭優勢的有效途徑。組織實施 ISO 

9001 認證的重要因素是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會有助於組織改善整體組織績效與獲得

實際利益[23]。Santos 與 Escanciano 兩位學者[24]，則是在針對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效益

的研究中，明確指出品質管理機制對於組織效益的影響，只有在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

的驗證，與企業組織內部持續有效改善品質兩者之間互相連結時。 

2.3 中華航空公司之品質管理導入作為 

中華航空公司在品質管理導入初期，首先聘請一位 ISO 認證的顧問常駐於公司內，對

各部門單位的相關人員進行訓練及輔導，如文件與資料管制、內部稽核人員、驗證前之準

備等課程，為培育品管人才與品管工作的推展做準備。各單位相關人員完訓後，再由各部

門指派為協辦人員重新撰寫程序書、作業規範及各項辦法及準則彙整確認，擬定品質政策

並製作品質手冊等作業程序。 

以空服處而言，空服員作業手冊、空服員須知等所有手冊，只要是有關空服員作業的

部分，不論是與服務或安全相關，都重新以 ISO 品質文件的規範來重新編制手冊內容。整

個作業手冊涵蓋的範圍，幾乎遍及了空服員所有的作業流程，因此對於負責編制工作之人

員來說，是相當吃重的工作，除了要依照標準來做之外，一方面整個文件與行政流程的內

容，必須讓相關管理階層了解並支持；另一方面，整個作業流程的改變，也必須讓各行政

單位與第一線的工作人員清楚並執行。必然地，在新的作業流程開始時，所有人員的排斥

與不適應相當嚴重。 

在經過 ISO 認證之後，每半年公司內各單位之間會互相稽核，每年則會接受 ISO 單

位的複稽核。同時，除了 ISO 的稽核外，中華航空公司每一年度在航班上，都會不定期對

顧客針對服務品質做問卷調查，也接受其他外部單位如 SKYTRAX 的隨機考評。而在過

去幾年，在服務品質上也受到國際的許多的肯定。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模型與假說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以顧客為導向的航空公司，在導入品質管理計畫時，如何影

響航空服務團隊之組織公民行為及其工作績效。同時也將探討企業如何運用有效的知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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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影響其空服團隊成員之服務行為與工作績效。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模型，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模型 

3.1.1 品質管理導入 

過去的研究中，顯現企業推動全面品質管理，為企業帶來的經營利益，因而激發企業

高階主管對全面品質管理的高度重視與積極投入[18,25]。學者 Agus[17]亦針對全面品質管

理，對於顧客滿意度、競爭優勢以及財務績效關係進行探討，研究結果發現全面品質管理

對組織績有正向影響之關係。 

為了在競爭激烈下的國際航運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華航一直致力於改善服務品質。

華航希望透過導入 ISO 與全國品質管理系統，對於內部作業流程、品質政策、績效目標與

執行計畫得以科學方法標準化與合理化。在高階主管的認同下，為了其服務品質能與國際

連結，並增加在航空業間的競爭優勢，再全面推展到華航各企業組織單位內。尤其對第一

線的空服團隊而言，可依循既定的規劃準則有系統地實施作業程序，並能增強與顧客之間

的關係，進而建立持續改善的品質管理系統。另一方面，由於作業準則與文件資料，皆有

系統地納入知識管理系統中，空服團隊間的知識分享與對於提升服務品質與組織績效，更

能予以落實。同時，管理階層亦能隨時藉由管理審查系統，審視及檢討改善公司品質系統

運作的狀況與成效。 

3.1.2 組織公民行為 

組織公民行為是超越職責規定的員工行為，是一種不直接或明白標示在職務說明書中

的自願性行為
 [15]。對航空服務業的空服員而言，由於空勤任務的特殊性，人際間的組織

公民行為更顯得重要。過去許多研究亦指出，推行全面品質管理與 ISO 9000 可增加組織

的競爭力，進而對組織績效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18,24]。當組織推行全面品質管理多年，員

工對於全面品質管理各關鍵因素認知程度有中等以上表現，且員工認同於推行全面品質管

理對提升組織效能有高度影響 [26,27]；而全面品質管理導入亦會正向影響組織公民行     

為[25,28]，進而提升企業的組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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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公司為了提升組織績效與服務品質，自主導入品質管理系統。在導入過程

中，透過品質稽核人員培訓、年度複訓、簡報與知識管理系統的知識分享等方式，對空服

人員進行品質管理的觀念導入與深化，並透過關鍵績效指標來評估空服組員的工作績效，

希望空服組員能依照品質文件與標準化流程為顧客提供最好的服務外，也強調團隊中的互

助合作。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說一： 

H1：品質管理導入將正向影響空服員之組織公民行為。 

3.1.3 顧客導向 

顧客導向是指企業了解、分析並滿足顧客需求的能力 [29]，以及顧客接觸人員的服務

態度，也就是在與顧客的互動中，服務人員欲滿足顧客需求的傾向。顧客導向通常反映著

成員對滿足顧客需求之能力與自信，及樂於與顧客互動、提供服務的個人價值與動機[30]。

員工顧客導向之態度，也同樣的會正向影響組織公民行為 [31]，過去的研究中指出，顧客

導向行為不僅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效果達顯著關係，顧客導向行為對服務績效也有顯著

正面影響，亦即組織公民行為對服務績效有顯著正面影響 [31,32]。 

航空公司是以顧客需求為導向的企業，空勤團隊更是一個強調顧客導向的組合。航空

公司會強化空服組員的顧客導向意識，期望空服組員在第一線服務顧客時，能以顧客的需

求為優先考量，提供優質的服務。除此之外，具有顧客導向本質的空服組員，對於組織團

隊內的同事 (也就是內部顧客) 以及組織外部的顧客，將產生不同的行為模式。基於先前

研究中所提出的結論，服務人員之顧客導向與其自發性、有利服務以及組織整體之組織公

民行為，與其在團隊中自發性的組織公民行為有正向的關係。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說二： 

H2：顧客導向將正向影響空服員之組織公民行為。 

3.1.4 工作績效 

Borman 與 Motowidlo 兩位學者 [33] 則將工作績效定義為：與組織目標有關的行為，且

此行為可依個體對組織目標貢獻程度的高低予以測量，並將工作行為分為角色內行為與角

色外行為的模式，將工作績效區分為：任務績效 (task performance) 與脈絡績效 (contextual 

performance)，並依此進行工作績效的測量。任務績效是工作範圍內活動的熟練度，而脈

絡績效則是指任務活動外對組織有貢獻活動的熟練度，包括自願執行工作外活動、熱誠完

成自我任務，合作及幫助其他同事、犧牲奉獻、贊同與支持組織目標。 

組織公民行為與個人工作績效或組織績效有顯著的相關[34,35]；然而在不同行業中，組

織公民行為對工作績效有不同的影響程度[36,37]，但大多數的研究皆證實組織公民行為越增

加，越有助於提昇團隊效能表現，對工作績效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15,38,39]。由於空勤任務

的特殊性，企業的服務理念透過組織公民行為對旅客產生極大的影響，人際間的組織公民

行為更顯得重要，而這部分將影響其工作績效。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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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空服員之組織公民行為對其工作績效有正向之影響。 

3.1.5 知識分享 

知識分享是組織透過產品或程序的資訊、技術及回饋的提供與接收，期望產生各種令

人滿意的管理績效，如生產力、任務結束時間、組織學習與創新等等 [40]。過去的研究顯

示，如果員工願意分享，會正向影響組織的績效，並對顧客滿意度及組織其他成員的價值

與學習都有正向的影響 [41,42]。 

對於企業來說，組織成員在工作過程中，將有價值的，與團隊任務有關的知識分享給

其他成員，會進一步影響團隊績效。同時也有文獻指出，組織公民行為也能有效預測知識

分享意願，故要提升知識分享意願，則要建立員工組織公民行為[43] 所以，現在的企業組

織越來越著重於知識分享以及如何進行知識分享；近年來不同的研究顯示，知識分享對組

織公民行為各變項間呈現顯著正相關[44]，例如認為改善員工工作環境和讓員工有機會參

與決策的機會，對於促進知識分享更為有利。某些研究中顯示，知識分享對於組織信任與

員工工作績效存在中介效果[45]，當員工感覺到滿足的時候，組織公民行為就會增加，同

時知識分享的行為也相對地升高。 

過去的研究也指出46]，知識轉換過程中，提供發展個人或團體的知識平台，包括透

過開會，面對面討論的方式來分享情緒和經驗；透過組成團隊或小組的方式，從彼此的對

話中，將知識與經驗分享給他人；透過資訊科技如公司網路或線上資料庫來交換與結合知

識；或藉由專業顧問或在職訓練來促進知識的分享。以中華航空為例，在公司的企業網站

內，設置了各部門的部門網站，讓空服員在不同部門間取得適用的資訊。空服處的內部訓

練課程及由其他外部購買的課程，讓所有空服員即使在國外也可以隨時進行測驗與選讀，

解決了空勤組員在知識取得與分享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空服團隊成員將本身擁有之專業知識與經驗，透過不同的傳遞方式分享給其他空服組

員，使團隊成員可藉由知識分享過程，獲得相關知識，以利空服團隊任務之進行，進而提

升空服組員的工作績效。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說四： 

H4：知識分享對空服員組織公民行為與工作績效具有調節效果。 

3.2 樣本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設定為服務於中華航空公司之空服員，針對隸屬空服處的空服員工

進行實證調查分析。本研究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以中華航空公司單一航班中之空服團隊

為單位，進行問卷調查。研究者首先由中華航空公司依機型比例選取班機代表，現有約

190 位座艙長中隨機選取 115 位，請其協助在其執勤航班上發放及回收問卷；每位座艙長

協助自其負責飛勤之該航班中，隨機選取空服員為樣本，進行問卷之填寫。 

空服處派遣部每月依據航運企劃處提出的次月飛航班次與使用的飛機機型，由電腦依

每班次所需的人力派遣隨機排班。本研究首先依照每日派飛的機型比例選取抽樣樣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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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744 大型飛機占 35%(每日約 42 班)，空中巴士中型飛機占 50%(每日約 60 班)，波音 738

小型飛機占 15%(每日約 18 班)。其次依照不同機型與不同航線，皆有不同的艙等與外籍

組員之人力配置，請座艙長隨機發送問卷。例如：波音 747-400 機型在越洋線、日本線、

上海線為三艙等 (即頭等艙、商務艙、經濟艙) 之人力配置為頭等艙 3 人、商務艙 5 人、

經濟艙 8 人；其餘區域航線為商務艙 7 人、經濟艙 9 人。空中巴士 330 為二艙等 (商務艙

及經濟艙) 人力配置為商務艙 3 人、經濟艙 7 人。波音 737 機型為小型飛機，二艙等人力

配置，商務艙 1 人、經濟艙 4 人。另外，外籍組員會依所需班次混合派遣；例如在波音

747 機型之日本班，會派遣 4-5 名日本組員，其餘機型則配置 1-2 名日籍組員。歐洲線配

置 4 名泰籍組員，東南亞線 (臺北─曼谷) 只配置一名泰籍組員。 

為避免在不同航班任務中有重覆執勤空服員之情況，研究者在當月空勤任務班表公佈

後，確認 115 位座艙長負責之航班組員名單，並剔除有重覆組員的航班，同時配合機型與

人力配置之比例：在大機型航班上，在頭等艙對組員發出 2 份 (含座艙長)、商務艙發出 2

份、經濟艙發出 4 份問卷，共 8 份問卷。在中型空中巴士機型航班上，在商務艙發出 2 份

問卷 (含座艙長)，經濟艙發出 4 份問卷，共 6 份問卷。在小機型航班上則全數發出 5 份問

卷，問卷發放以航班為單位，將問卷交付座艙長於航班上發送給組員填寫，並在航班結束

後回收。此外，由於中華航空公司之外籍組員比例約 15%，並來自日本、泰國、越南、印

度等不同國家，因此，本問卷亦翻譯為英文與日文版問卷，配合抽樣於機上同時隨機發放，

進行調查。 

3.3 衡量問項 

本研究之各構面的所有問項，皆來自於相關參考文獻。問卷形成先委請一位企管相關

學者及 2 位觀光相關學者進行問卷內容的檢視，以提升內容效度。第一階段問卷完成後，

請 3 位相關學者、2 位空服員及 1 位不同行業之人士施行前測 (pre-test)，並針對內容進行

修正。第二階段在華航空服處抽樣 20 位空服組員進行預試 (pilot-test)。在經預試結果分

析後確認衡量工具內容可清楚理解且無作答之困難後，正式發放問卷。 

本研究問卷衡量全面品質管理、組織公民行為、顧客導向、工作績效、知識分享之問

項，是參考李克特式 5 點衡量尺度 (Liket-type Five Point Scale)。每個問項敘述都有「5
非常同意」、「4同意」、「3普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5 個選項。 

3.3.1 全面品質管理之衡量 

全面品質管理為組織持續改善品質的過程；其重點在於改善組織的效能與積極地滿足

顧客需求，目標則是追求組織的卓越與顧客滿意[18]。同時，相關研究指出 ISO 9000 是邁

向全面品質的第一步，同時也是全面品質管理的主要成功因素。本構念之衡量問向為參考

過去的研究並修正為適合於本研究之問項，共 6 題 (如表 1)。 

 



運輸計劃季刊 第四十卷 第三期 民國一○○年九月 

－318－ 

表 1  品質管理導入衡量問項 

構    念 衡量問項 

全面品質管理 1.我了解公司內有完整的品質系統 
2.我了解公司會管制品質管理的相關文件與資料 
3.我了解公司會管制服務作業的流程 
4.我了解公司有採取管理修正品質管制的行動 
5.我們公司有品質紀錄 
6.我們公司會進行內部品質稽核 

3.3.2 組織公民行為之衡量 

組織公民行為是超越職責規定的員工行為，其並非為了契約化正式獎酬，也無法經上

級的監督或工作規範所強迫，並且此行為能促進組織的功能績效[15]。本研究在於了解空

服組員之組織公民行為與工作績效之因果關係，為了能精準地反應空服組員之組織公民行

為，故採用人際間的組織公民行為作為衡量問項 [15,47]，共 6 題 (如表 2)。 

表 2  組織公民行為衡量問項 

構    念 衡量問項 

組織公民行為 1.我願意花時間協助同事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2.我會試著讓資淺的同事在團隊中感到被接納 
3.我願意在同事身心狀況不好時展現出真誠的關懷 
4.我願意花時間去幫助同事一些工作或生活上遇到的問題 
5.在飛行過程中我會協助同事完成他們的工作 
6.我會分享私人物品來協助同事完成他們的工作。 

3.3.3 顧客導向之衡量 

顧客導向是指組織獲得顧客資訊並分析後，依序進行滿足顧客需求的能力[29,48,49]。具

有顧客導向之企業，會採用顧客導向之方法與態度，來獲得具顧客導向之員工，增加組織

的績效。此外，若企業對員工績效之評估是以顧客導向為基礎，將會鼓勵員工採取自發性

的行為，以獲得好的工作績效。本構念之問項參考來源為 Zhu 與 Nakata 所發展之題項[29]，

共 7 題 (如表 3)。 

3.3.4 工作績效之衡量 

工作績效分為任務績效與脈絡績效[33]，組織可以藉由訓練來提升現職員工的技巧與

能力，或人力招募時進行選才，來加強員工個人的工作績效與組織績效[50]。基於空服組

員之工作特性，本研究採用脈絡績效為工作績效之問項 [33,51]，共 6 題 (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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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顧客導向衡量問項 

構    念 衡量問項 

顧客導向 1.我們公司時常去檢視服務顧客需求的承諾  
2.公司的競爭優勢是建立在了解顧客需求的基礎上  
3.我們公司有系統地衡量顧客滿意  
4.我們公司會例行地衡量顧客滿意  
5.我們比競爭者更加專注於顧客服務  
6.我們每年對顧客進行意見調查以評鑑我們的產品或服務 
7.顧客滿意的相關資料會定期地傳達給公司內各個部門 

表 4  工作績效衡量問項 

構    念 衡量問項 

工作績效 1.我會按標準作業流程完成工作 
2.在團體內，我能夠和同事合作 
3.我能夠堅持並克服任何組礙去完成任務 
4.當同事面臨工作問題時，我會給予協助 
5.我能主動解決工作中所面對的問題 
6.我能夠盡我所能解決一個困難的工作 

3.3.5 知識分享之衡量 

在組織裡，部門與個體間知識的分享被視為一個重要的過程[52]。學者 Subramani[53]

則將知識分享區分為外部的知識分享，與組織成員間的內部知識分享。本研究依空服組員

在團隊中知識分享行為之特性，採用內部知識分享之問項[52,53]，共 6 題 (如表 5)。 

表 5  知識分享衡量問項 

構    念 衡量問項 

知識分享 1.我會與同事分享工作方面的知識 
2.我會與同事分享產品方面的知識 
3.我會與同事分享市場方面的知識 
4.我會與同事分享顧客方面的知識 
5.公司鼓勵我們只在特定時間與同事分享知識 
6.公司鼓勵我們定期與同事進行知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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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分析與討論 

4.1 樣本分析 

本研究對象為華航空服員，共計發放 653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 592 份 

(回收率 90.7%)，女性比例占 84.8%。空服員分為 5 組，第 1 組為座艙長，第 5 組為外籍

組員，受訪者第 1 組 14%，第 2 組 30.9%，第 3 組 26.2%，第 4 組 27%，由於外籍組員僅

占空服員比例約 10%，由於僅限特殊航班執勤，比例只有 1.9%。在填答者的職位別中，

座艙長占 14%，助理座艙長 7.3%；在年資比例上，年資 0-5 年者 21.5%，6-10 年 11.4%，

11-15 年 25.5%，16-20 年 19.8%，21-25 年 11.7%，25 年以上者占 5.2% (請見表 6)。 

表 6  基本資料分析 

受訪者特性 次 數 有效百分比 (%)  

性別 
男 90 15.2% 

女 502 84.8% 

組別 

第一組 83 14.0% 

第二組 183 30.9% 

第三組 155 26.2% 

第四組 160 27.0% 

第五組 11 1.9% 

職位 

座艙長 83 14.0% 

助理座艙長 43 7.3% 

空服員 (1-5 年)  97 16.4% 

空服員 (6-10 年)  152 25.7% 

空服員 (11-15 年 89 15.0% 

空服員 (20 年)  128 21.6% 

年資 

0-5 年以內 127 21.5% 

6-10 年 97 16.4% 

11-15 年 151 25.5% 

16-20 117 19.8% 

21-25 69 11.7% 

25 年以上 3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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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13.0 針對研究變項 (品質管理導入、顧客導向、組織公民行為、工作

績效、知識分享) 進行信度分析，計算各構念與整體衡量工具之 Cronbach’s α值 (參見表

7)。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採用的衡量工具整體信度為 0.91，而各變項的 Cronbach’s α值都

高於 0.7，本研究之測量具有高信度，符合研究所需。在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 的

驗證上，本研究以 LISREL 8.5 版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進行之，以各題項因素負荷之顯著性與個別項目之信度值來檢驗。根據表 8 可得知，

本研究之所有個別題項與其構念之間的因素負荷量 (factor loading) 都超過 0.5，因此本研

究各構念所採之衡量工具可謂具有收歛效度。區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 則是利用平

均變異抽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與各構念間相關係數平方值比較來檢

驗。依據 Fornell 及 Larcker[54] 的研究，利用潛在變數之平均變異抽取量可同時檢視收斂

及區別效度。經由上述區別效度的檢測方式，可由表 7 得知本問卷之 AVE 皆大於 0.5，再

次支持本研究所採之衡量工具具有收斂效度[54]，同時各構念間的相關係數平方值亦小於

各構念之 AVE，故可稱本研究之問卷具有區別效度[54]。根據上述的資料分析結果，本研

究所使用的衡量工具可謂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足以進行後續假說驗證分析之用。 

表 7  構面相關係數矩陣與平均變異抽取量 

構  面 顧客導向 品質導入 組織公民行
為

工作績效 知識分享 AVE 

顧客導向 0.89     0.79 

品質導入 0.43 0.79    0.62 

組織公民行為 0.34 0.25 0.84   0.70 

工作績效 0.31 0.33 0.63 0.85  0.72 

知識分享 0.28 0.35 0.42 0.42 0.81 0.65 

註：灰色部分為各構念之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表 8  效度分析 

題                            項 
品質

管理

顧客

導向

組織公

民行為 
工作 
績效 

知識 
分享 

我了解公司內有完整的品質系統 0.69     

我瞭解公司會管制品質管理的相關文件與資料 0.78     

我瞭解公司會管制服務作業的流程 0.87     

我瞭解公司有採取管理修正品質管制的行動 0.87     

我們公司有品質記錄 0.72     

我們公司會進行內部品質稽核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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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效度分析 (續) 

題                            項 
品質

管理

顧客

導向

組織公

民行為 
工作 
績效 

知識 
分享 

我們公司時常去檢視服務顧客需求的承諾程度的了解  0.55    

公司的競爭優勢是建立在了解顧客需求的基礎上  0.52    

我們公司有系統地衡量顧客滿意  0.64    

我們公司會例行地衡量顧客滿意  0.70    

我們比競爭者更加專注於顧客服務  0.59    

我們每年對顧客進行意見調查以評鑑我們的產品或服務  0.68    

顧客滿意的相關資料會定期地傳達給公司內各個部門  0.66    

我願意花時間協助同事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0.56   

我會試著讓資淺的同事在團隊中感到被接納   0.70   

我願意在同事身心狀況不好會展現出真誠的關懷   0.78   

我願意花時間去幫助同事一些工作或生活上遇到的問題   0.78   

在飛行過程中我會協助同事完成他們的工作   0.77   

我會分享私人物品來協助同事完成他們的工作   0.66   

我會按標準作業流程完成工作    0.68  

在團體內，我能夠和同事合作    0.67  

我能夠堅持並克服任何阻礙去完成任務    0.83  

當同事面臨工作問題時，我會給予協助    0.83  

我能主動解決工作中所面對的問題    0.84  

我能夠盡我所能解決ㄧ個困難的工作    0.82  

我會與同事分享工作方面的知識     0.61 

我會與同事分享產品方面的知識     0.92 

我會與同事分享市場方面的知識     0.91 

我會與同事分享顧客方面的知識     0.91 

公司鼓勵我們只在特定時間與同事分享知識     0.90 

公司鼓勵我們定期與同事進行知識分享     0.84 

4.3 結構模式分析 

本研究使用 LISREL 8.5 統計軟體建立線性結構方程式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理論模式的模型配適度，以 8 項指標進行整體模型配

適度分析，包括平均近似誤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為

0.079、配適度指標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為 0.83、調整後配適度指標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為 0.79、基準配適度指標 (normed fit index, NFI) 為 0.85、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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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配適度指標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為 0.85、比較配適度指標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為 0.87、X2 檢定 (Chi-square) 為 1973.06 (p = 0.0) 及 χ2 與其自由度 (degrees 

of freedom) 的比值為 4.11 (df=407)，其結果整理如表 9 所示。本研究顯示，本研究模型在

GFI 指標 (0.83) 雖然沒有達建議的要求標準，但因其數值皆接近所建議的要求標準，因

此本研究契合度指標皆符合建議的適配程度。 

表 9  配適度分析 

配適指標 (Fit Indices)  建議要求標準 結果 

RMSEA < 0.08 0.079 

配適度指標 GFI > 0.9 0.83 

調整後配適度指標 AGFI > 0.8 0.79 

基準配適度指標 NFI > 0.9 0.85 

非基準配適度指標 NNFI > 0.9 0.85 

比較配適度指標 CFI > 0.9 0.87 

χ2 愈小愈好 1973.06 (p0.0)  

χ2 與其自由度 df 的比值 < 3 4.11 (df407)  

4.4 結構模型檢定 

本研究提出的假設研究模型，係以 LISREL 8.5 統計軟體建立線性結構方程式模型，

檢定各變數之間的路徑係數是否顯著，經過模型配適之後得到以下結果。 

表 10  關聯假說之驗證結果 

假說 模式路徑關係 
參數 

估計值 
t 值 假說成立 

H1 品質管理導入→組織公民行為 0.07 1.46 否 

H2 顧客導向→組織公民行為 0.39 3.31* 是 

H3 組織公民行為→工作績效 0.62 10.14* 是 

H4 知識分享→工作績效 0.10 2.62* 是 

 品質管理導入→工作績效 0.18 4.46*  

註：*表示 p < 0.05 

 

本研究之假說一，品質管理導入對於組織公民行為不顯著  (β0.07, t1.46, p 

<0.05)，故本研究的假說一未受到支持。過去許多研究指出，推行全面品質管理與 ISO9000

可增加組織的競爭力，進而對組織績效產生相當大的影響[18,25]。當組織推行全面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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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員工對於全面品質管理各關鍵因素認知程度有中等以上表現，且員工認同於推行全

面品質管理對提升組織效能有高度影響[26,27]，所以全面品質管理導入會正向影響組織公民

行為[27,28]，進而提升企業的組織績效；然而，本研究所獲得的結果與過去研究不一致，其

原因可能為空勤組員由於工作型態特殊，每次航班所組成的空服人員均不相同，因此雖然

空服人員對於組織全面品質管理有相當之認識，卻不容易反映在不穩定且經常是彼此陌生

的團隊身上。過去的研究亦顯示，工作團隊的穩定性是重要的組織公民行為影響因素[55]。

本研究認為，對於不同團隊特性之樣本進行此一關係的重複驗證；將對於未來研究有相當

重要的影響。 

本研究之假說二，顧客導向對於組織公民行為為正向顯著 (β0.39, t3.31, p < 

0.05)，假說二獲得到支持。在實證研究中，即使是不同產業之組織，其顧客導向行為與態

度不僅會正向影響組織公民行為，顧客導向行為對工作績效也有顯著正面影響，而且組織

公民行為對工作績效有顯著正面影響[31,32]。本研究獲得相同的結果。 

本研究之假說三，組織公民行為對於工作績效為正向顯著 (β0.62, t10.14, p < 

0.05)，假說三同樣得到支持。在過去多數研究皆證實組織公民行為與個人或組織工作績效

有顯著的相關 [34,35]。換言之,組織公民行為越增加，越有助於提昇團隊效能的表現，對工

作績效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39,56]。本研究獲得相同的結果。 

本研究之假說四，知識分享對於工作績效與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正向的調節效果 

(β0.10, t2.62, p < 0.05)，假說四得到支持。相關研究指出；知識分享與組織公民行為

各變項間呈現顯著正相關，並且組織內的知識分享行為，對於增加組織內員工工作績效有

其正向影響關係。而組織知識分享的成效，則會顯著提升組織的績效[41]。研究中也指出，

組織內員工知識分享行為，對於組織信任與員工工作績效確實有其中介效果；本研究獲得

相同的結果。 

除了本研究原先所提出之假說關係外，本研究同時發現一額外之影響路徑：品質管理

導入對於工作績效為正向顯著 (β0.18, t4.46, p < 0.05)。在過去研究中，Lakhal 等人[20]

亦指出全面品質管理實務的執行與組織績效間有正向的關係。若企業組織因外部壓力實施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而未將其視為有效的內部改善工具時，品質系統將難以執行且無

效益。 

五、學術與實務意涵 

5.1 學術意涵 

組織公民行為在過去幾年，已經為許多社會科學與管理學者認為對組織是重要並加以

廣泛研究[57]，本研究透過實證研究，以本國籍之中華航空公司為對象，探討中華航空公

司導入全面品質管理與空服員之顧客導向，是否對其組織公民行為與工作績效具有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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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本研究之結果對於品質管理與組織公民行為等學術研究，提供具體且有意義的驗

證，將可對過去的研究補足不同產業的研究成果，與相關研究的不同觀點。 

過去的研究結果大多顯示品質導入可以提升組織績效[17,58]；其中也有一部份研究指出

組織整體績效若要能有效提升，可能需要長期進行全面品質管理後，才能逐漸發揮效    

果[24]。對服務業而言，品質管理政策的導入更顯重要。本研究以中華航空為研究對象，

主要原因為中華航空公司導入品質管理政策至今已超過 10 年，在探討品質導入與影響上

可提供具體例證，而此例證對探討其與企業組織公民行為、工作績效與知識分享各構念之

關係可以更加完備。本研究之結果對於理論上的貢獻，除了支持過去相似研究的結論之

外，同時也驗證了各構念間的關係，在航空服務產業同樣具有顯著的影響，進一步拓展了

過去研究的範疇。 

過去探討組織功能及提升績效的研究中，都指出組織員工是否能展現比工作規範更積

極及共同合作的態度是相關的；對於組織公民行為的前因 (組織承諾、個人特質、工作滿

足等)、後果 (工作績效、組織績效、員工與組織間的關係等) 一直被廣泛的研究；這些研

究中，社會交換理論則最常被引用為組織公民與知識分享之理論基礎 [13,59]。社會交換理

論是指兩者之間自願性利益交換的存在關係，組織公民行為顯示社會交換關係中，個體在

組織與組織成員間會為了得到更好的回饋或為未來的利益 (如職位晉升機會、同事的支

持)，而產生人際間的組織公民行為[56]。表 10 中本研究假說三驗證的結果 (β0.62) 顯

示，對於航空服務業而言，空服團隊組員間之人際間組織公民行為的確會顯著地影響其工

作績效，這對社會交換理論提供了驗證。 

其次，本研究以知識分享為研究模型中的調節變數，探討組織成員透過知識分享對組

織公民行為與工作績效的影響，在過去探討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中較少涉及到知識分享如

何影響組織公民行為與工作績效之間的關係。表 10 中本研究假說四驗證結果 (β0.10) 

顯示，在航空服務業中，空服人員知識分享意願會顯著地調節人際間組織公民行為，與工

作績效之間的關係，其正向的係數顯示若空服人員的知識分享意願越高，則從事人際間組

織公民行為時給工作績效所帶來的正面效益也會隨之增強。此研究結果也顯示，本研究證

實了知識分享的調節效果，這樣的結論對社會交換理論與組織公民行的研究，提供另一項

學術研究的視野與貢獻。 

5.2 實務意涵 

過去航空服務產業歷經油價高漲、全世界金融風暴以及低價航空公司的威脅，而面臨

了比 2003 年 SARS 期間更嚴酷的考驗。所有的航空產業為了能在同業間取得競爭優勢，

必須不斷地檢視公司本身的競爭策略，降低成本，但卻還要提升服務品質，繼續提升顧客

滿意度。在如此競爭險惡的環境，在企業成本控制的情況下，以人為本的航空服務產業之

第一線服務人員的服務行為與工作績效，自然成為企業的競爭優勢。 

以在第一線執行顧客接觸的空服組員而言，由於空勤職務的特殊性，組織公民行為與

知識分享對其工作績效就顯得特別重要。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討中華航空公司導入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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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與空服員之顧客導向，對其組織公民行為與工作績效是否具有影響。根據本研究

結果，提出以下對管理實務與工作上的建議。 

5.2.1 全面品質管理的導入與持續落實 

過去許多研究皆指出，企業推動全面品質管理的導入，對組織績效與工作績效有正面

且顯著的影響，其結果為企業帶來經營利益，因而引起企業高階主管對全面品質管理的高

度重視。透過導入全面品質管理，並對員工進行全面品質管理之教育訓練，會正向影響且

提高員工之組織公民行為[25,28]，並提升企業的組織績效。組織公民行為是超越職責規定的

員工自發性行為，其並非為了契約化的正式獎酬，也無法經由上級的監督或工作規範所強

迫。相關研究都指出，企業如果透過品質管理的教育訓練，來提升員工對全面品質管理的

認知，對公司的政策與目標有充分的了解與支持，對其組織公民行為將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中華航空公司在過去 10 年中，由航務處開始導入品質管理，由於成效不錯，再擴大

到空服處等各單位，希望能提升組織績效與員工工作績效。中華航空處除了聘請專業的品

管師進行輔導與授課，空服處也依照品質管理的原則，不斷地修正客艙組員作業手冊，讓

空服組員有標準可依循。在這樣的品質管理觀念基礎下，近年來，中華航空公司空服組員

的專業服務屢獲肯定，不但拿下許多第三機構認證的獎項，並經常接受委託至不同的行業

中進行專業的服務課程教授，其中還包括大陸數家航空公司。顯示出品質管理導入，對中

華航空公司空服組員的工作績效，具有正面的影響效果。 

雖然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發現，品質管理導入對空服員之組織公民行為並未達顯著影

響，但是對於工作績效產生直接影響。也就是說，品質管理導入並不須藉由組織公民行為，

可以直接影響工作績效。本研究之發現與文獻中認為全面品質管理可以影響工作績效的觀

點或實證結果相一致[60,61]，這是因為全面品質管理概念下鼓勵員工持續精進工作品質，因

此長期而言會對於員工的工作績效有正面的效益。而組織公民行為之所以不具有中介的效

果，本研究認為可能的原因包括：(1)研究產業屬性不同；過去對導入品質管理的產業研

究中，以製造業為研究對象居多，全面品質管理導入後對製程、流程改變影響顯著且可以

直接觀察，但服務業中品質管理導入的效果卻往往是無形且緩慢的[62,63]。(2)品質管理導

入的因素，被另一項前置變數 (顧客導向) 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取代；由於服務業是以

人員為主要的服務提供者與接受者，同時服務具有無形性、易逝性等特性，全面品質管理

的導入相較之下，與製造業對有形產品實施品質管理的作法，存在一定的差異[63]；此外，

對空服組員而言，其工作形態具有時間與團隊組合皆不固定之特性，空服團隊成員知覺全

面品質管理對其實際影響的知覺相對較弱，這可能是產生不同研究結果的成因之一。 

其次，由於本研究主體中華航空公司，其導入品質管理活動超過 10 年，在品質管理

活動導入初期，將相關的品質觀念已經整合到該公司的工作手冊與標準作業程序之中，這

樣的持續活動相當符合品質導入的觀點；同時基於此影響，整體全面品質管理活動的導

入，逐漸形成其企業文化的一部分。本研究的結果顯示 (見表 10) 全面品質管理導入對於

員工的工作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β0.10)，代表對全面品質管理概念越理解的員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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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佳的工作績效，顯示中華航空公司導入全面品質管理確實對這些年來空服組員的優質

服務有很大的幫助。但研究指出，如果能夠讓顧客導向與全面品質管理的觀念更深入，使

組織文化成為品質導向的文化，亦或是強化現有組織文化中對於全面品質管理的支持，則

更有助於企業長期的績效表現[64-67]，因此，如果中華航空可以持續深耕全面品質管理，

強化空服組員的顧客導向，使顧客導向與組織公民行為變成空服組員自發性的行為，其對

個人工作績效甚至是組織績效的整體效果應會更好。換言之，以顧客為導向的觀念下，組

織成員知覺企業文化對其影響遠高於品質活動的影響。 

5.2.2 深化具服務導向的組織文化 

顧客導向是指企業了解、分析並滿足顧客需求的能力 [29]；即使是在不同的產業，其

企業之顧客導向與第一線服務人員顧客導向態度的高低，會正向影響組織公民行為；換言

之，顧客導向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本研究之研究結果發現，顧客導向

對空服組員之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就顧客導向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正向

關係，獲得實證上的支持。 

深化航空服務業以顧客為導向的服務觀念，對中華航空公司而言是一項重要的觀點；

相較於其他以低價搶攻航空服務業的航空公司而言，更是一項利基與策略。中華航空公司

有歷史悠久的服務文化，具備品質導入成功的利基，深化以顧客為導向的航空服務文化，

將可以有效區隔出該公司的行銷策略。舉例來說，2009 年因政府政策開放、兩岸包機數

量大增，華航因應兩岸的飛航顧客不同之需求，在大陸航線上派出文化大使，在航班上推

行臺灣文化的臺式牛肉麵與奉茶，就是想讓大陸旅客可在航班上先品嚐臺灣文化。在相同

的概念下，中華航空公司除了定期對顧客做問卷調查及分析之外，也可以針對不同艙等或

不同航程的顧客需求，設計不同的服務，並不斷地創新服務流程。 

此外，由於空勤團隊組合的特殊性，一個強調顧客導向的任務組合，將有效地結合企

業顧客導向的目標，具落實品質導入的觀念。空服組員也在明確的顧客導向觀念指引下，

能全力配合此項服務，接受公司設計的線上訓練課程，並了解活動內涵，在航班團隊服務

工作中互相支援與協助；團隊成員並且能在航程中和文化大使配合，將此活動有效地加以

推廣，由此可以印證實務中組織公民行為受到顧客導向觀念影響。過去航空公司在進行空

服組員招募時，往往會透過人格性向測驗以挑選出具有顧客導向之適任員工，以利於公司

招募之後的教育訓練與服務政策的推展，進一步達成組織的目標與績效。對中華航空公司

而言，慎選具備服務導向特質的員工，將成為中華航空公司的重要任務，根據人力資源管

理的研究[68]，具有顧客導向的員工，不論對公司目標與各項服務政策，都可以主動與自

發性地執行，並以公司形象為榮。同事之間也能相處融洽，互相支援協助，形成一個好的

組織文化與氣氛，進而對顧客提供優質的服務，這對深化中華航空公司的顧客服務具重要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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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檢討工作績效指標 

工作績效是員工在工作中所從事與組織目標有關行為的貢獻程度，且此行為可依其對

組織目標貢獻程度的高低予以測量。許多研究都指出，組織公民行為對個人的工作績效或

組織績效都有正面的影響。員工若能主動地表現出工作規範本份以外的行為，將有助於組

織效能與效率的提昇。相關研究提出組織公民行為，可區分為員工為組織利益努力而表現

出的行為，及在工作上員工願意主動協助與關心他人或同事，藉由對他人工作上的協助，

間接地使組織獲利之行為 [15,47]。雖然組織公民行為在不同行業有不同的影響程度，但是

大多數的研究結果都顯示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越增加，對組織績效與工作績效有更顯著的

影響。本研究結果發現，空服組員之組織公民行為對工作績效有顯著的影響，此研究結果

與過去研究相符。當空服組員如果對組織有更多的自發性行為，與同事之間更能互相合

作，維持良好的關係，其工作績效就會越好，越容易達成組織的目標。 

過去，中華航空公司在客艙組員作業手冊中，均載明空勤組員標準的考績評核方式，

以作為年終考績與晉升的標準。每個航班中的座艙長在航程結束後，將會依照手冊中的績

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ex; KPI) 對該團隊組員工作績效評估。這些績效指標的內容則

包含了人格特質、專業素養、人際互動、團隊合作、顧客導向等 5 類，與組織公民行為的

定義非常雷同。也就是說在考核制度的設計上，華航已將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納入績效

考核的實際評核項目中。 

本研究結果指出，深化具服務導向的組織文化是中華航空的重要策略，在此同時，若

能將對空服團隊衡量服務優劣的績效指標適時檢討，以引導空服組員在工作過程中展現更

符合顧客導向的更多組織公民行為時，將更能提升其工作績效。此外，工作績效之評估亦

應該加強公平且透明，晉升管道要通暢，使空服組員願意提升工作績效以達到晉升的目

的，而自發性展現其組織公民行為。 

5.2.4 結合訓練達到空服員間的知識分享 

在現今網路資訊豐富，且知識傳達如此快速的時代裡，組織間的知識分享與管理已扮

演了提昇企業競爭優勢的要素。知識是一種無形的資產，在企業組織中可能會隨著員工的

離職而失去，所以許多企業利用資訊科技及獎勵制度，來鼓勵員工從事知識分享，希望能

藉由知識的分享來促進組織成員的學習並激發組織的創新力，進而提升組織績效。但是知

識分享的成效，仍需視員工分享的意願高低而定。相關研究結果都顯示，如果員工願意分

享，會正向影響組織的績效，並對顧客滿意度及組織其他成員的價值與學習都有正向的影

響。也有相關文獻指出，組織成員的組織公民行為與知識分享之間有預測的效果。本研究

的結果發現，知識分享確實對空服組員之組織公民行為具有調節的效果。也就是說，當空

服組員之間的知識分享程度越高，其組織公民行為對工作績效的影響越大。 

由於空勤組員的任務派遣迥異於一般工作固定場所、固定時間、固定團隊伙伴等特

性，因此在知識管理與教育訓練的落實方面，面臨與其它產業截然不同的挑戰。中華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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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過去幾年，積極開發資訊科技平台，全面實施 e 化知識平台。除了一般的會議、簡

報、教育訓練之外，在企業網站上，提供大量的雙向資訊流通的平台，期望能解決空勤組

員無法在固定時間接受所有相關資訊與訓練的難題。例如線上固定的課程與考試、選修的

進修課程及不定期發布相關公告，讓空服組員即使執行空勤職務到世界各地，也都能藉由

電腦的資訊科技，隨時進行資訊的傳遞。因此，近幾年來華航空服組員的工作績效不但提

昇，更履獲肯定，成為國內航空服務產業的品質標竿。 

持續的知識分享對中華航空是有效提升工作績效的方式之一；對華航而言，擴展電子

化教學平台，將可以結合訓練功能，達到知識分享的目的。本研究結果建議中華航空可以

在每年的複訓課程與平時的線上課程中，陸續加入進階的課程，以符合不同職位與年資的

空服組員需求，讓所有空服組員不會因為在世界各地執行空勤任務，而與行政單位及企業

組織脫節。使其有機會不斷地進修與加強品質管理的觀念，進而表現在工作績效上。 

此外，當中華航空要實施一項新的服務流程或政策時，更可善用此資訊平台，讓所有

空服組員充分了解企業組織在策略上的目標與執行的目標及方式，並願意將工作中得到的

經驗技巧與顧客資訊回饋給公司，並分享給其他成員，使空服組員在線上執行時，可以以

公司的目標為己任，在執行任務時能夠自動自發地達成組織目標，除了提升空服組員彼此

的工作績效，也能讓企業組織的績效更為驚人；有效地擴展資平台的功能，與鼓勵組織內

成員在平台上分享的意願，將成為中華航空公司一項發展及訓練員工的有效方式。 

六、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討中華航空公司導入全面品質管理與空服員之顧客導向是否對

其組織公民行為與工作績效具有影響。本研究結果顯示，企業內部品質管理系統之導入對

空服組員之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不顯著外，企業顧客導向對空服員之組織公民行為具顯著

影響，空服員之組織公民行為也顯著影響其工作績效；而本研究結論亦顯示，知識分享對

與空服員之組織公民行為與工作績效間扮演重要的調節角色。 

本研究之結果具有良好的驗證，在未來仍有若干研究方向值得繼續探討：第一，空服

組員的組成會隨著航班的變動而不同，但中華航空內部的其他單位成原則是相對穩定，由

於文獻指出穩定的團隊成員比較容易展現組織公民行為[55]，未來的研究可以針對本研究

中未顯著的「全面品質管理 — 組織公民行為」間關係再以不同研究對象 (如地勤單位或

幕僚行政單位) 做重複性驗證，並納入團隊穩定性作為可能的調節變數。第二，不同的航

空公司對於導入品質活動上也許有不同的做法，後續研究仍可對不同的航空公司進行相關

研究。例如廉價航空公司多半重視在成本控制上，是否有礙或有助於全面品質導入，以及

處於此種廉價航空企業中空服員的組織公民行為與工作績效是否會受此影響？而以表現

績優的國際性大型航空公司 (如新加坡航空、國泰航空) 做樣本是否又會使得本研究所提

出的架構獲得進一步支持？未來研究可朝向不同類型或不同規模之航空公司做跨樣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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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最後，本研究由社會交換理論探討航空業的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之前因後果

相關變數中，仍有其他許多可能對空服產業具有相關性之變數；前因變數如組織文化、組

織公正與組織信任，後果變數如組織績效等。建議後續研究或許可以由其他理論基礎，發

展研究模型，將其他相關變數納入分析，以強化對品質管理活動導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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